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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村域范围内的农民合作社作为新兴的经济组织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并在村

委会选举中与传统的社会组织宗族形成了对比.依据８省４８个乡镇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

民合作社社员与宗族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差异,并进一步运用多元层次回归模型

从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三个方面探讨了影响合作社成员村委会选举行

动力的内部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合作社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比宗族更高,合作社成员

的入社年数、接受合作社服务、参与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以及利益相关

性认知均对社员的选举行动力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并利用社员组织身份的分组样本证实了

结论的稳健性.因此,促进农民合作社发展有利于重构村庄民主新秩序,从深层挖掘推动基

层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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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选举是公共权力民主性的体现和村民利益诉求的表达,被视为评判村民自治成果的主要

标准[１].我国农村地区经过多次的制度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冲击,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呈现人际疏离、
无序性的原子化状态.单个农民在基层民主发展过程中,相对于村干部等其他政治主体,由于缺少组

织依靠,政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逐渐对基层村组和基层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乡村治理出现诸多制度

困境.塞缪尔等提到,在缺乏较高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功效感和丰富的政治知识等个人属性情形下,
个人摄入组织会受到组织成员的感染提高政治参与度[２].而目前,宗族与农民合作社是我国农村社

区内对村庄治理及村委会选举影响较大的两个组织.
宗族作为传统的非正式组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都是以中国农村唯一的组织而存在,因此,自基

层民主选举制度实施以来,便引起学界浓厚的研究兴趣.比如刘行玉认为,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依旧

是支撑村民政治参与的核心要素,村庄内的宗族精英依旧把提高宗族和自身的社会地位、威望和荣耀

作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动力[３].申端锋指出,在村委会选举实践中,候选人通过依靠家族势力、地方黑

恶势力等手段进行选举动员[４].在福建省安溪县的实地调研中,作者也观察到宗族势力仍在村委会

选举中产生着重要影响.
农民合作社是农业现代化的新型经营主体,在带动农户进入市场,增加农业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市场经济和政策支持的双重背景下,农民合作社不断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规

模,相较于其他社会组织,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底,全国农民

合作社数量达１４７．９万家,入社农户９９９７万户,覆盖全国４１．７％的农户① .理论上,具备足够实力的

经济组织往往会向政治领域延伸以寻求有益的发展环境,在利益相关领域发挥政治功能.如此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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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农民合作社开始向政治领域进军[５],成为农户维权、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在村委会选

举的“逐权”过程中势必会与宗族发生碰撞.
目前,国内将农民合作社与宗族参与村委会选举加以比较研究的文献比较少,实证研究两者在选

举过程中的行为差异及内部影响机制的成果更为少见.关于农民合作社的研究与关于基层选举的研

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分隔状态.因此,文章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从动员阶段、投票阶段、监督阶段

对合作社与宗族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并运用多元层级线性回归模型,从组织

角度入手进一步探究农民合作社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影响因素.

　　一、样本与数据

　　中国农村的区域性差异,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主要影响合作社发展),以
及北部、中部、南部地区村庄结构的差异(主要影响宗族形态).因此,本文采用层级判断抽样方法,分
别选取东部地区的河北、江苏、福建,中部地区的湖北、河南、江西,西部地区的甘肃、青海作为调查省

份,根据２０１４年省内城市 GDP排名,将各省划分为三个等级,从每个等级随机抽取１个样本县.经

过抽样,本次调查的样本县为河北省的赞皇县、巨鹿县、兴隆县,江苏省的江阴县、武进区、赣榆县,福
建省的安溪县、连城县、霞浦县,湖北省的公安县、阳新县、天门市,河南省的唐河县、淮滨县、泌阳县,
江西省的于都县、新干县、贵溪市,甘肃省的永登县、景泰县、靖远县,青海省的湟源县、同仁县、东阿

县,再结合县域内市级以上农民合作示范社和典型宗族的数量与发展状况,从每个样本县抽取２个乡

镇,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合作社与宗族成员样本.此次调查先由课题组招募２０名调查员,对其进行

统一培训后,于２０１５年６－１０月,在课题组成员的带领下,先后深入调研地点开展调研.
以农户作为调研对象,综合运用实地访谈和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本文共发放５００

份调查问卷,回收４８０份,有效问卷４１８份,包含宗族成员、合作社成员、既是合作社成员也是宗族成

员、既非合作社成员也非宗族成员四类群体,剔除４６份非合作社非宗族成员问卷后,剩余３７２份问

卷,其中合作社成员１２０份、宗族成员１３２、合作社＋宗族成员１２０.男性占５７．６％,女性占４２．４％;

１８~３０岁占１２．４％,３１~４０岁占１８．８％,４０~５０岁占４０．２％,５０岁以上占２８．６％;受教育年限１~６
年占３６．３％,７~９年占３９．２％,１０~１２年占１７．５％,１３年及以上占７．０％;党员占１９％.

　　二、农民合作社社员与宗族成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比较

　　１．行动力测量指标体系的确定及权重

参与村委会选举是村民的自主选择行为,在等权投票的选举过程中,农民合作社与宗族的组织博

弈,是以组织成员的角色认知为基础的.组织成员通过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实
现组织的共同目标.陈映芳将行动力定义为行动能力和行动者所拥有的可动员资源,其中行动能力

包括组织、动员与博弈能力[６].本文在陈映芳的基础上,认为行动力是行动者基于主观认知,以目标

为导向的行为能力,是对行动者行为主动性以及差异程度的综合评价.而行动力指数是对行动力大

小的具体量化数值,通过行动力指数可以有效测量村民参与村委会选举的主动程度.
本文借鉴韩国明等构建的村庄选举影响效力评价指标体系[７],结合调研实践,确定了关于组织参

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相关指标体系.村委会选举涉及多个环节和程序,其过程主要包括选举委员

会的组建、海选提名、差额竞选、秘密投票、公开唱票和公布结果等,总体上可以分为投票前、投票中和

投票后三个阶段.投票前主要为宣传动员阶段,村民了解换届选举的相关信息,讨论选举相关事宜,
进一步确定理想候选人,这一阶段表现为动员行动力,其测度包括协商程度(选举期间与同组织成员

讨论次数)、协商规模(选举期间与同组织讨论人数)、动员规模(为同组织候选人动员人数)、与候选人

互动程度(选举中与同组织候选人联系次数);投票行动力测度主要为投票行为,包括海选投票(海选

投票给哪个组织候选人)和正式选举投票(正式选举投票给哪个组织候选人)、投票积极性(投票积极

程度)三个方面;投票后阶段主要是后期的公开唱票活动,包括监督票箱、计票、唱票和监票等活动,表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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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监票行动力,其测度采用监督项目数(选举期间参与哪几项监督)、监督程度(选举期间参与监督

项目的程度)以及关注程度(对监督关注程度)三项指标来衡量.本文邀请了５名农民合作社和社会

学方面的专家,根据１~９比例标度等级表,分别确定不同等级的判断矩阵,最后综合得出各个层级判

断矩阵的权重值.选举行动力指标体系及权重见表１.
表１　选举行动力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赋值

选举行
动力 A

动员行动力

B１(０．３)

协商程度C１(０．０６３４) 次数

协商规模C２(０．０３５７) 人数

动员规模C３(０．１８１３) 人数

与候选人互动程度C４(０．０１９７) 次数

投票行动力

B２(０．６)

投票积极性C５(０．１２００) 非常低＝１;比较低＝２;一般＝３;比较高＝４;非常高＝５

海选投票C６(０．１２００) 非宗族非合作社＝１;所属组织＝２;宗族＋合作社＝３

正式投票C７(０．３６００) 非宗族非合作社＝１;所属组织＝２;宗族＋合作社＝３

监督行动力

B３(０．１)

关注程度C８(０．０２１６) 非常低＝１;比较低＝２;一般＝３;比较高＝４;非常高＝５

监督项目数C９(０．０１０３) 没有＝１;一项＝２;两项＝３;三项＝４;四项＝５

监督程度C１０(０．０６８１)
未参与＝１;未全程参与＝２;全程参与,监督不严密＝３;全
程参与,监督严密＝４;全程参与,监督严密,并及时制止不
规范行为＝５

　注:括号内值为权重.

　　２．测量值比较

根据上述指标的综合权重和相应指标值,计算得出每个样本选举行动力的综合指数,并且按高

度、较高、中等、较低、低度五个等级在三类群体中进行划分,其占比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三类群体选举行动力指数占比 ％

低行动力 较低行动力 中等行动力 较高行动力 高行动力 中等以上行动力综合指数

宗族 ５３．７９ ２８．７９ ６．０６ ５．３０ ６．０６ １７．４２

合作社 ２４．１６ ２９．１７ １４．１７ １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４６．６７

合作社＋宗族 ４．１７ １７．５ ２９．１７ ２５．００ ２４．１６ ７８．３３

　　由表可知,合作社＋宗族的群体具有中等以上选举行动力指数的占比为７８．３３％,远高于合作社

的４６．６７％和宗族的１７．４２％,说明拥有宗族和合作社双重身份的成员选举行动力最为积极,其次是合

作社社员,宗族成员的积极性最低.通过进一步对宗族和合作社双重身份农户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
得知８４％农户在选举中更倾向于合作社,说明合作社对农户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影响更大,得
到更多农户的支持和认同.

　　三、影响因素分析

　　１．变量定义

在探讨影响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关键因素中,被解释变量为社员参与村委

会选举的行动力,属于连续变量.可以选择多元线性阶层回归模型进行深入分析.选取个人组织特

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作为解释变量,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Y＝(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关性认知)
第一,个人组织特征.伴随合作社数量的增长,其发展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多种模式共存、组织特

征与结构差异化的事实,主要体现在组织规模、股权结构、组织绩效与成立年限等方面[８Ｇ１０].组织特

征是合作社体制机制的外在表现,不同特征的合作社在管理模式、组织功能、组织行为等方面蕴含的

内在逻辑也不尽相同[１１Ｇ１２].社员作为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有别于非成员在组织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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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角色与地位,掺杂更多组织因素的考量.社员对合作社制度的感知与态度直接关系最终的行为

选择与参与程度,而社员在合作社组织层面的存在形式是获取组织感知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将社

员在组织层面的特征称为个人组织特征,即组织特征在成员个体上的表现形式,并从股权结构、组织

绩效和入社年限三个方面加以衡量,包括个体在合作社所占股份,社员接受的合作社服务(采购、销
售、技术培训)、社员加入合作社的年数.

第二,民主构建.从社团角度出发的社会构建理论认为,社团的社会构建功能与政治参与、投票

率存在紧密的相关性,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中,公民更加依赖思想支持.正式组织能够通过符号、价
值理念、制度等方式建立个体成员的组织身份,并培育和塑造组织成员共同的认知框架,激发民主参

与的观念和意识,从而增强成员的感知能力和参与能力[１３].农民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原则,内部设

立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构,对合作社的重大事项享有最终表决权.社员大会实行一

人一票制,由社员选举理事会与监事会成员,理、监事会对社员大会负责,接受全体社员监督.合作社

健全的组织框架与治理机制成为社员民主培育的“学校”,为社员的民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社会氛围

与背景,使成员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有效提高参与的行动能力,并能够在组织外的选举行为中延续

这种惯性,建立起个体观念与政治活动之间的有效链接.因此,本文将农民合作社的社会构建过程称

为民主构建,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建立的合作社组织建设指标体系[１４Ｇ１５],本文选择了合作社“民主选举、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个变量,“民主选举”指合作社社员参加社员大会选举合作社机构与成员,“民
主管理”指合作社全体成员对合作社重大事务进行投票决策,“民主监督”指对合作社的活动及管理人

员进行监督.
第三,利益相关性认知.利益是村民参加选举的决定性动机,利益相关度决定村民参加选举的程

度[１６].农民合作社是通过利益联接将分散化的弱势小农组织起来共同应对市场挤压的经济组织,利
益是组织活动、社员行为的基础,更是社员理性抉择的衡量标准.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合作社之间互

动频繁,村组织支持与否对合作社的发展至关重要[１７Ｇ１８].伴随合作社的发展壮大,功能泛化,合作社

向村庄政治领域延伸并寻求有利的发展环境已不可避免.在一人一票制的村委会选举中,社员对合

作社进入村组织的利益相关性认知,对于能否真正动员组织的人力资源,获得社员投票倾向的一致性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利益相关性是影响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重要影响因素,表现为社员对合

作社成员担任村干部与组织发展关系的认知.
第四,控制变量.SES模型是 Verba等基于美国选民的行为决策问题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个

体社会经济形态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其组成包括收入、教育、职业、家庭背景等因素文献.而国内学者

大多将这些因素归结为个体特征,对其进行相关的行为研究.本文沿袭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将个体

特征(具体包括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合作社身份、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行为研究的控制变量,考察关键变

量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影响.各个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３.

２．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回归分析

(１)结果分析.本文利用强行进入策略和逐步筛选策略两种方法,共构建了５个回归模型.为了

重点分析各解释变量对社员选举行动力影响的显著性,模型１到模型４采用强行进入策略,分层进行

回归:模型１仅为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方程;模型２加入个人组织特征的入社年数、所占股份、接受服

务３个变量;模型３进一步加入民主构建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３个变量;模型４在模型３
的基础上加入利益相关性认知这一核心变量.考虑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模型５采用逐步筛选策略,
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各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４.

５个回归模型的F 统计量所对应的概率都是０．０００,说明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线性关系

明显,皆可建立线性模型.同时,模型１到模型４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依次为０．５３１、０．６９０、０．７７９、

０．７９３,拟合优度逐渐增强,说明回归模型加入个人组织特征变量的解释力高于控制变量,加入民主构

建变量的解释力高于加入控制变量和个人组织特征变量,控制变量、个人组织特征、民主构建、利益相

关性认知变量均加入的模型解释力更强,拟合度相对更优.模型５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０．７９５,高于

方程４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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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变量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测量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预期方向

被解释变量

　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

　村委会选举行动力
综合测量指数 ７．１１ ６．２４２ —

控制变量

　年龄 实际年龄 ４７．０３ １２．００８ ＋/Ｇ

　教育程度
受教育年限１~６年＝１;７~９年＝２;１０~１２年＝３;１３年
及以上＝４

７．４１ ３．８７９ ＋/－

　政治面貌 群众＝１;团员＝２;民主党派＝３;党员＝４ １．７６ １．２４４ ＋/－
　合作社身份 普通社员＝０;管理人员＝１ ０．３３ ０．４７１ ＋
　收入水平 非常差＝１;比较差＝２;一般＝３;比较好＝４;非常好＝５ ２．７３ １．０２６ ＋/－
解释变量

　个人组织特征

　入社年数 加入合作社的年数 ３．４５ １．８８３ ＋
　所占股份 无＝１;平均股份＝２;核心股份＝３;全部股份＝４ ２．４５ １．０８１ ＋/－
　接受服务 技术培训次数 ５１．１３ ３５．９６７ ＋
　民主构建

　是否参与合作社选举 否＝０;是＝１ ０．１２ ０．３２２ ＋

　参与合作社民主管理
从不参与＝１;偶尔参与＝２;有空就参与＝３;
尽量抽空参与＝４;每次都参与＝５

２．４８ １．１９３ ＋

　参与合作社民主监督
从不参与＝１;偶尔参与＝２;有空就参与＝３;
尽量抽空参与＝４;每次都参与＝５

２．６５ １．１３３ ＋

利益相关性认知

　合作社成员担任村

　干部对组织发展影响
非常不利＝１;比较不利＝２;无所谓＝３;
比较有利＝４;非常有利＝５

２．５６ ０．８４１ ＋

　注:“＋”表示正向影响,“－”表示负向影响,“＋/－”表示作用方向不明确.

　　 表４　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０６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３ —

　教育程度 －０．１０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

　政治面貌 ０．０３６∗∗ ０．１７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 —

　收入水平 ０．４８５∗∗ ０．１５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６ —

解释变量

　个人组织特征

　入社年数 — ０．３３８∗∗ ０．２０５∗∗ ０．１８０∗∗ ０．１８４∗∗

　所占股份 —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９ —

　接受服务 — ０．２５２∗∗ ０．２３０∗∗ ０．２１５∗∗ ０．２０５∗∗

　民主构建

　合作社民主选举 — — ０．２９８∗∗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０∗∗

　合作社民主管理 — — ０．２０８∗∗ ０．１８５∗∗ ０．１７９∗∗

　合作社民主监督 — — ０．１３５∗∗ ０．１３０∗∗ ０．１２９∗∗

　利益相关性认知 — — — ０．１９８∗∗ ０．１８９∗∗

R２ ０．５３９ ０．６９９ ０．７８８ ０．８０３ ０．８００

调整R２ ０．５３１ ０．６９０ ０．７７９ ０．７９３ ０．７９５

F 值 ６８．７０１ ７７．１３７ ８５．３５４ ８４．３９３ １５５．５０７

P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 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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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５包含所有变量的同时考虑了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剔除了不显著的变量,且拟合

效果优于模型４,其结果更加科学、严谨,因此,对回归结果的分析以模型５为主要参考展开.
第一,个人组织特征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影响后,社员加入农民合作社的年数在１％的

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社员加入合作社的年数对参与村委会选举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加入合作社的时间越长,其参加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越强.这是因为农民合作社对内实行非盈利

的互助原则,经过时间的沉淀,社员之间交往和接触的频率增加,建立了稳固的信任关系,强化了社员

对合作社的组织认同,组织凝聚力得以增强,在合作社表露政治参与的意愿后,更易调动社员参与村

委会选举的积极性与行动力.
社员接受合作社服务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正向影响村委会选举行动力,即社员接受合作社提供

的服务越多,其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越强.这是因为合作社是利益联结体,能够有效整合分散的

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凭借自身优势为社员提供有效的技术、农资、农机、信息、销售等服务,帮助

组织起来的社员实现规模效应,降低生产成本,真正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社聚集较高的

人气.
社员所占合作社股份对社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农民合作社兼

具经济性与社会性,虽然其内部治理结构实行股份制,但利润分配并不突出资本占有者的地位,而是

根据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惠顾额进行分配,因此,股份对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激励效果并不突出.
第二,民主构建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影响后,合作社民主选举、合作社民主管理、合作社

民主监督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社员参与农民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
主监督的民主活动越积极,其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指数越高,影响系数分别为０．２９８、０．２０８、

０．１３５.交叉表分析结果显示,在未参与农民合作社民主选举的社员中,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指数最

低、比较低的比重分别为３０．７％、３５．８％;而在参加合作社民主选举的社员中,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

指数最高、比较高的比重分别为７２．９％、１７．１％.同样,在参加合作社民主管理事务最不积极的社员

中,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指数最低、比较低的比重分别为６６．３％、２２．９％;而在参加合作社民主管理

事务最积极的社员中,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指数最高、比较高的比重分别为５８．６％、２４．１％.参加

合作社民主监督最不积极的社员中,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指数最消极、比较消极的比重分别为

４１．９％、２２．６％;而参加合作社民主管理事务最积极的社员中,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指数最积极、比
较积极的比重分别为３７．７％、１８．８％.总而言之,社员参与合作社民主事务越积极,在村委会选举中

表现越积极,行动力指数越高.这是因为农民合作社秉持农民自治理念,实行相对民主的管理制度,
各项活动和管理都以民主、公开、公平、透明的方式进行,最大程度保障社员的积极性.当合作社的规

模足够大,实力及影响力足够深厚,在村级范围内,合作社的运作方式对村委会的管理模式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正是通过社员个体传导的,通过合作社内部的民主培育有效激发个体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

格,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增强自主意识,提高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行为活跃度.
第三,利益相关性认知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影响后,利益相关性认知在１％的统计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社员认识到农民合作社通过村委会选举进入村庄政治领域对合作社发展越

有利,个体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指数就越高,影响系数为０．１９８.这是因为我国政府掌控了大量

的资源,并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层层进行分配.村组织作为行政权威在乡村的延伸,处于资源分配的末

端,是联系政府与农户的桥梁,同样掌握了大量的政府资源,如政策信息、项目资金、各类“三农”补贴

等.农村社区内的农民合作社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或当选村庄领导人,将使合作社在这些资源的分

配中处于公平地位,甚至是优势地位,将使合作社的所有成员受益.因此,对这种利益的认知越清晰,
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越高.

(２)稳健性检验.为了检验上述估计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对不同的组织身份分组后进行回归

分析的方式,得到一个稳健性的回归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是否为核心成员对合作社成员的满意度具

有显著的影响[１９],而对合作社的满意度直接关系社员对合作社的态度,进而影响社员为争取合作社

进入村级政权的行为表现,因此,社员在组织中的身份是影响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重要因素.本文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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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的组织身份纳入回归模型,再次检测估计结果以避免或减少偏差.采用与方程４相同的回归模

型和计量方法,对组织身份的核心成员、普通社员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５　加入组织身份变量和按组织身份分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加入组织身份
变量回归结果

按组织身份分组的回归结果

核心成员 普通社员

控制变量

　年龄 －０．０４３ －０．５０ －０．０３７

　教育程度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６

　政治面貌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１

　收入水平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８

　组织身份 ０．０１８ － －

解释变量

　个人组织特征

　入社年数 ０．１７６∗∗ ０．２６９∗ ０．１６６∗∗

　所占股份 －０．０４１ －０．０６ ０．００５

　接受服务 ０．２２４∗∗ ０．２７１∗ ０．１５６∗∗

　民主构建

　合作社民主选举 ０．２６１∗∗ ０．２５０∗∗ ０．２７９∗∗

　合作社民主管理 ０．１８３∗∗ ０．２２∗ ０．２９７∗∗

　合作社民主监督 ０．１１９∗∗ ０．１９４∗∗ ０．０６９∗

　利益相关性认知 ０．１９７∗∗ ０．２９８∗∗ ０．１２７∗∗

R２ ０．８０３ ０．７８４ ０．８４９

调整R２ ０．７９３ ０．７４９ ０．８３８

F 值 ７７．０８３ ２２．１２８ ７６．０８２

P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比表４与表５可以发现,社员选举行动力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本文的研究

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具体表现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个人组织特征的入社年数、接受服

务２个变量对本解释变量“社员村委会选举行动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民主构建的合作社民主投

票、合作社民主管理、合作社民主监督３个变量均正向影响社员的村委会选举行动力;同样,利益相关

性认知正向影响社员的村委会选举行动力.分析文章研究结论稳健性的原因,是因为组织身份对社

员的村委会选举行动力影响不显著,即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与社员在组织中的身份无关,无
论是核心成员还是普通社员,只是分工不同,均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８省份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层级回归分析,对农民合作社社员和宗族成员的村委

会选举行动力进行了比较,并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农民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的因素变量.
研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村委会选举行动力比宗族更高,拥有合作社＋宗族双重身份的选民参与村委

会选举的行动力更多受到合作社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人特征的影响后,个人组织特征的入社年数、接
受服务两个变量对合作社社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员加入合作社的时

间越长、接受的服务越多,对于农民合作社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表现出越大的积极性.民主构建

变量中的农民合作社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个变量对合作社成员参与村委会选举的行动力

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益相关性认知正向影响社员的村委会选举行动力.社员越能够认识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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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成员担任村庄领导人对合作社发展的优势,合作社社员以实际行动参与村委会选举的积极性

越高.
因此,运用农民合作社的内部民主制度有利于从深层意识调动村民的民主性,抵制宗族势力在农

村社会中的不良影响,可以重新建立村庄的民主新秩序,挖掘推动基层民主发展进程的主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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